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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乡差距是我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 为客观描述我国推进共同

富裕过程中的城乡差距，本文通过建立“城乡共同富裕指数”，测度和评价了我国不同时

期不同地区城乡发展的“富裕程度”与共享富裕的“公平程度”，以寻求我国推进城乡共同

富裕的约束条件与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路径。 本文提出，立足共享发展理念，通过乡村振

兴、新型城镇化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催生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内生动力，赋能农

业农村和农民发展能力，调节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和农

村人口共享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是推进我国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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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共同富裕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１］，是城乡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 共同富裕是全体国民在不断提升物质

财富、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基础上，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

乡居民的富裕程度为世界瞩目，是公认的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但在共享富裕方面尚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特别是城乡差距依然是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 因此，在客观测度、评价我国城乡差距的

基础上，分析我国推进城乡共同富裕面临的难点与挑战，寻求扎实推进我国城乡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是我国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区域、城乡与行业共同富裕的测度

共同富裕是全体国民在不断提升物质财富、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基础上，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不

断提升的过程，其本质是全体国民总体的“富裕程度”和全体人民共享富裕的“共同程度”的均衡状态。
具体表现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居民在自身收入不断增加基础上社会财富的极大积累和不同



人群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共同程度和富裕程度的均衡［２］。 在几何意义上，共同富

裕是国民财富的“共同程度”与“富裕程度”所形成的合力。 席恒等运用几何合力计算方法（差值法），
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数”（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ＣＰ），即不同群体富裕维度和共同维度叠加形成均衡

状态的程度，以客观评价不同群体———包括区域、城乡、行业等———共同富裕实现的基本状况，探寻不同

群体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 构建“共同富裕指数”的意义在于可以客观描述评价某一群体推进共

同富裕的基本状况和程度，比较其与先进群体的差距，进一步分析其形成的基本原因和影响因素，预测

其发展态势，进而探寻该群体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
共同富裕指数测度。 共同富裕指数旨在描述不同群体（如不同区域）富裕程度与收入分配平等程

度的均衡状态，即“富裕指数”和“共同指数”合力所形成的均衡状态，用如下公式表示：
ＣＰ ＝ １ －｜ ＰＩ － ＣＩ ｜ （１）

其中，ＣＰ 为共同富裕指数；ＰＩ 为富裕指数；ＣＩ 为共同指数； ｜ ＰＩ － ＣＩ ｜ 为具体数值对于共同富裕理想状

态的偏离程度；１ －｜ ＰＩ － ＣＩ ｜ 为具体数值对于共同富裕理想状态的拟合程度，即共同富裕程度。
城乡共同富裕指数测度。 共同富裕指数适用于不同群体共同富裕水平的计算。 为客观、科学测度

不同地区的城乡共同富裕现实状况，我们在以上共同富裕指数计算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城乡

共同富裕指数”（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ＲＵＣＰ），以求客观认识反映新发展阶段我国不同

地区城乡共同富裕的现状。 城乡共同富裕指数的测度，不仅能够从全国层面比较省际之间城乡共同富

裕不充分、不平衡的差异情况，而且能够从省域内比较城乡共同富裕不充分、不平衡的差异状况，从而为

客观、准确认识城乡共同富裕的现状和探寻推进路径提供分析依据。 “城乡共同富裕指数”具体计算方

法如下：
（１）为统一计算口径，使各地区城乡共同富裕指数具有可比性，将各地区分为城、乡两部分纳入计

算，将全国 ３１ 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拆分为 ６２ 个单位，取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作为富裕指数标准

化基数；
（２）取基尼系数最小值地区，用“１ － Ｇｉｎｉｍｉｎ”作为参照，根据共同富裕指数计算公式： ＣＰ ＝ １ －｜ ＰＩ

－ ＣＩ ｜ 计算出我国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共同富裕指数、农村共同富裕指数（共 ６２ 个变量）；
（３）计算某一地区城镇共同富裕指数与农村共同富裕指数之比，即为一地区城乡共同富裕指数倍

差，用于衡量该地区城乡共同富裕差异情况。
以 ２０２０ 年我国城乡共同富裕指数构建为例①，２０２０ 年上海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７６ ４３７. ３ 元，在

６２ 个变量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一，故将其作为 ２０２０ 年富裕指数基数。 广西城镇基尼系数值

在 ６２ 个变量中最低，为 ０. ３５１，其共同指数排名首位，故将其作为参照。 将浙江分为浙江城镇与浙江农

村两部分，分别作为两个变量，２０２０ 年浙江城镇共同指数为 ０. ８０７、富裕指数为 ０. ８２０，浙江农村共同指

数为 ０. ７９５、富裕指数为 ０. ４１８，故浙江城镇共同富裕指数为 ０. ９８６，农村共同富裕指数为 ０. ６２３，浙江城

乡共同富裕指数倍差为 １. ５８。
行业共同富裕指数测度，主要基于陈建东与高远（２０１２）提出的行业基尼系数方法，计算不同行业

的共同水平。 行业间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Ｇ ＝ １
２μ〉〉ｐｉｐ ｊ ｜ ｙｉ － ｙ ｊ ｜ （２）

其中，μ 表示所有行业的平均收入；ｙｉ 和 ｙ ｊ 分别代表第 ｉ和第 ｊ个行业的平均收入；ｐｉ 和 ｐ ｊ 分别代表第 ｉ和
第 ｊ 个行业的人口占比。 基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可以获取历年城镇“分行业就业人员和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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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分析结果可参见表 ２（见 ５４ 页）。



酬信息”，计算出 １９ 个行业大类的平均收入与行业从业人员人口占比，进而得出历年各行业间基尼系

数以及二、三产业内部各行业间基尼系数（见附表 １）。 行业共同富裕指数的测度，为不同人群的共同富

裕研究提供了分析基础，可以从社会保障视角研究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的共同富裕状况。

二、城乡共同富裕指数的政策意涵：弥合城乡差距

长期的城乡分割和以农业补贴工业、以农村补贴城市的经济发展思路，造成了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

经济社会结构，也造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 已有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上升，不
仅会通过劳动力的单向流动机制抑制经济增长，而且不利于全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３］，制约共同富

裕目标的实现。 推进包括城乡居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自然禀赋差异和经济要素的聚集程度等因素，我国城乡共同富裕的推进面

临着许多现实的难点与挑战。
（一）共同富裕城乡差距巨大，严重制约我国整体共同富裕的实质性推进

为分析共同富裕三大差距的基本现状，对 ２０１８ 至 ２０２０ 年区域、城乡、行业平均共同富裕指数进行

比较（如表 １ 所示），发现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浙江区域平均共同富裕指数最高，是排名末位西藏的 ２. ７２ 倍；
金融业平均共同富裕指数是农林牧渔业的 ２. ９６ 倍；而在城乡差距方面，浙江城镇平均共同富裕指数

（０. ９８９）是宁夏农村共同富裕指数（０. ２３４）的 ４. ２３ 倍，分别是区域平均共同富裕指数倍差（２. ７２）和行业

平均共同富裕指数倍差（２. ９６）的 １. ５８ 倍和 １. ４３ 倍，说明目前我国共同富裕三大差距中城乡差距巨大。
表 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区域、城乡、行业平均共同富裕指数

数值 区域平均共同富裕指数 城乡平均共同富裕指数 行业平均共同富裕指数

均值 ０. ５８４ ０. ５０５ ０. ６３２

极大值 ０. ９５６（浙江） ０. ９８９（浙江城镇） ０. ９３１（金融业）

极小值 ０. ３５１（西藏） ０. ２３４（宁夏农村） ０. ３１４（农林牧渔业）

极大值比极小值 ２. ７２ ４. ２３ ２. ９６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共同富裕三大差距中城乡差距巨大，不仅表现为农村不充分的城乡富裕指数差距巨大，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平均富裕指数排名第一位的上海城镇（０. ９９９）是排名末位甘肃农村（０. １３２）的 ７. ５７ 倍，而且表现为

城乡不充分不平衡的城乡共同指数差距较大，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平均共同指数排名首位的福建城镇

（０. ９６２）是排名末位重庆农村（０. ８０１）的 １. ２０ 倍。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平均富裕指数 ７. ５７ 的倍差，远远超过

平均共同富裕指数 ４. ２３ 的倍差，说明不充分的富裕指数是制约我国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
（二）区域共同富裕差距与城乡共同富裕差距叠加，使西部地区城乡共同富裕差距突出

我国共同富裕的三大差距相互交织，造成了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城乡共同富裕与重点区域、重点

人群共同富裕的叠加效应。 特别是区域共同富裕差距与城乡共同富裕差距叠加，使西部地区城乡共同

富裕面临的问题十分突出。
如表 ２（见 ５４ 页）所示，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我国区域平均共同富裕指数排名前三的为北京（０. ９４６）、上

海（０. ８９２）、浙江（０. ８５３），排名后三的为海南（０. ３９２）、甘肃（０. ３９１）、云南（０. ３８６），而排名后两位的甘

肃、云南均位于西部地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我国城乡平均共同富裕指数排名前三的为浙江城镇

（０. ９８９）、上海城镇（０. ９４６）、北京城镇（０. ８６５），排名后三的宁夏农村（０. ２３４）、四川农村（０. ２５２）、甘肃

农村（０. ２５３），其中排名第一的浙江城镇（０. ９８９）分别是排名后三的为宁夏农村（０. ２３４）、四川农村

（０. ２５２）、甘肃农村（０. ２５３）的 ４. ２３、３. ９３、３. ９１ 倍。 说明西部农村地区是我国推进城乡共同富裕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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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难点。 就西部地区内部而言，共同富裕的城乡差距依然严重。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区中城乡平

均共同富裕指数最高的内蒙古城镇平均共同富裕指数（０. ６５０），是宁夏农村平均共同富裕指数（０. ２３４）
的 ２. ７８ 倍，说明西部地区农村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分突出。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全国各地区共同富裕指数

地区
共同富

裕指数

富裕

指数

共同

指数

城镇共

同富裕

指数

城镇

富裕

指数

城镇共

同指数

农村共

同富裕

指数

农村

富裕

指数

农村共

同指数

上海 ０. ９７１ １ ０. ９７１ ０. ９１３ １ ０. ９１３ ０. ６１５ ０. ４５７ ０. ８４１

北京 ０. ９６１ ０. ９６１ １ ０. ９ ０. ９８９ ０. ８８９ ０. ４０１ ０. ３９４ ０. ９９３

浙江 ０. ９２８ ０. ７２５ ０. ７９７ ０. ９８６ ０. ８２ ０. ８０７ ０. ６２３ ０. ４１８ ０. ７９５

江苏 ０. ８１５ ０. ６０１ ０. ７８６ ０. ７１４ ０. ６９５ ０. ９８１ ０. ４３８ ０. ３１７ ０. ８７９

广东 ０. ７７６ ０. ５６８ ０. ７９２ ０. ８２１ ０. ６５７ ０. ８３６ ０. ４５６ ０. ２６４ ０. ８０７

天津 ０. ７４６ ０. ６０７ ０. ８６１ ０. ７７１ ０. ６２４ ０. ８５２ ０. ３４３ ０. ３３６ ０. ９９３

山东 ０. ６９３ ０. ４５５ ０. ７６２ ０. ７０４ ０. ５７２ ０. ８６８ ０. ４８ ０. ２４５ ０. ７６５

辽宁 ０. ６５９ ０. ４５３ ０. ７９５ ０. ６１ ０. ５２８ ０. ９１８ ０. ３２９ ０. ２２８ ０. ８９９

湖南 ０. ５８７ ０. ４０７ ０. ８２ ０. ６８３ ０. ５４６ ０. ８６２ ０. ３２２ ０. ２１７ ０. ８９５

江西 ０. ５８２ ０. ３８８ ０. ８０６ ０. ７１７ ０. ５０４ ０. ７８７ ０. ３７３ ０. ２２２ ０. ８４９

安徽 ０. ５６３ ０. ３８９ ０. ８２６ ０. ６９３ ０. ５１６ ０. ８２３ ０. ２３３ ０. ２１７ ０. ９８５

新疆 ０. ５５８ ０. ３３ ０. ７７２ ０. ５５６ ０. ４５６ ０. ８９９ ０. ２６３ ０. １８４ ０. ９２１

黑龙江 ０. ５５２ ０. ３４５ ０. ７９３ ０. ５２２ ０. ４０７ ０. ８８５ ０. ２７４ ０. ２１２ ０. ９３８

宁夏 ０. ５４６ ０. ３５６ ０. ８１ ０. ５４７ ０. ４６７ ０. ９２１ ０. ２５３ ０. １８２ ０. ９２９

福建 ０. ５３８ ０. ５１５ ０. ９７７ ０. ６６２ ０. ６１７ ０. ９５５ ０. ４３４ ０. ２７３ ０. ８３９

贵州 ０. ５３１ ０. ３０２ ０. ７７１ ０. ６３９ ０. ４７２ ０. ８３３ ０. １６５ ０. １５２ ０. ９８７

内蒙古 ０. ５０９ ０. ４３６ ０. ９２７ ０. ６６９ ０. ５４１ ０. ８７２ ０. ４５１ ０. ２１７ ０. ７６６

山西 ０. ５０１ ０. ３４９ ０. ８４８ ０. ５３４ ０. ４５５ ０. ９２１ ０. ３３５ ０. １８２ ０. ８４７

甘肃 ０. ４８７ ０. ２８２ ０. ７９５ ０. ５１３ ０. ４４２ ０. ９３ ０. ３４４ ０. １３５ ０. ７９１

重庆 ０. ４７９ ０. ４２７ ０. ９４７ ０. ５２４ ０. ５２３ ０. ９９９ ０. ４２６ ０. ２１４ ０. ７８８

陕西 ０. ４７３ ０. ３６３ ０. ８９ ０. ６６８ ０. ４９５ ０. ８２８ ０. ４０７ ０. １７４ ０. ７６７

广西 ０. ４６５ ０. ３４ ０. ８７５ ０. ４６９ ０. ４６９ １ ０. ３５５ ０. １９４ ０. ８３９

湖北 ０. ４５２ ０. ３８６ ０. ９３４ ０. ６４１ ０. ４８ ０. ８３９ ０. ３０１ ０. ２１３ ０. ９１２

西藏 ０. ４３７ ０. ３０１ ０. ８６４ ０. ６７７ ０. ５３８ ０. ８６１ ０. ４２８ ０. １９１ ０. ７６３

吉林 ０. ４３５ ０. ３５７ ０. ９２２ ０. ４９６ ０. ４３７ ０. ９４ ０. ３４６ ０. ２１ ０. ８６４

四川 ０. ４２７ ０. ３６７ ０. ９４１ ０. ５６７ ０. ５ ０. ９３３ ０. ２５７ ０. ２０８ ０. ９５１

云南 ０. ４２ ０. ３２２ ０. ９０２ ０. ５０２ ０. ４９１ ０. ９８９ ０. ３８２ ０. １６８ ０. ７８６

海南 ０. ３９５ ０. ３８６ ０. ９９１ ０. ６７７ ０. ４８５ ０. ８０９ ０. ４０３ ０. ２１３ ０. ８１

青海 ０. ３８７ ０. ３３３ ０. ９４５ ０. ５２８ ０. ４６５ ０. ９３７ ０. ２４９ ０. １６１ ０. ９１３

河北 ０. ３８１ ０. ３７６ ０. ９９５ ０. ６３７ ０. ４８８ ０. ８５１ ０. ４５８ ０. ２１５ ０. ７５８

河南 ０. ３４６ ０. ３４３ ０. ９９８ ０. ４８９ ０. ４５５ ０. ９６６ ０. ４４６ ０. ２１１ ０. ７６５

　 　 数据来源：２０２１ 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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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达地区内部城乡共同富裕差距依然存在

我国东部发达省份内部，其城乡共同富裕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表 ３）。
表 ３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东部发达省份城乡共同富裕指数

地区 城镇平均共同富裕指数 农村平均共同富裕指数 城乡共同富裕指数平均倍差

天津 ０. ７５５ ０. ４７９ １. ５７５

浙江 ０. ９８９ ０. ６０５ １. ６３４

福建 ０. ６５６ ０. ３９６ １. ６５５

北京 ０. ８６５ ０. ５１６ １. ６７５

上海 ０. ９４６ ０. ５１３ １. ８４５

广东 ０. ７７３ ０. ４１３ １. ８７５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 ３ 结果显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获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农村地区在全国发展中依然处于相

对弱势，农村居民的共同富裕是全国的共性问题，不断缩小城乡共同富裕差距是我国每个省份都急需解

决的问题。 特别是广东和上海，城乡共同富裕指数平均倍差达 １. ８ 以上，更需要在省域内快速发展的同

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除城乡共同富裕指数差距外，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消费、就业以及政府公共投入方面亦存在

明显差距。 ２０２０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２７ ００７. ４ 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有 １７ １３１. ５
元，二者之差可达 ９ ８７６ 元。 其中，城镇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是农村的 １. ９８ 倍。 在

医疗保障方面，城市人均医疗投入是农村的 １. ６８ 倍，医疗报销方面城乡比为 １. ８１。 在教育投入方面，
２０１８ 年我国农村年人均教育投入仅为 ９１６ 元，而城市人均教育投入则为 １ ６３９ 元，城乡比为 １. ７９［４］。
我国城镇居民的辈出率①为 ５９％ ，而农村居民的辈出率仅有 ４１％ ，在不同高校类型下城乡辈出率更是

有所加大，越是名校，其城乡辈出率差值越大。 此外，城乡要素配置差距［５ － 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

距［７ － ８］以及城乡产业发展差距［９］等多方面，均显示我国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农村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

物质基础较城市相比明显薄弱，而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三成之多，可见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平抑

城乡经济差距，最艰巨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１０］。
全国范围呈现出巨大的城乡差距、西部地区城乡共同富裕差距突出以及发达地区内部城乡差距依

然存在，成为制约我国城乡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 我国城乡共同富裕差距巨大，主要原因是农村居

民的致富能力相对较弱，富裕指数相对太低。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致富能力是由家庭经济发展能

力、健康资本能力、人力资本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外部支持能力等构成的家庭谋生能力的综合。 在家

庭致富能力体系中，相对于城镇居民，其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健康资本能力、人力资本能力、社会交往能

力和外部支持能力均相对较弱。 ２０２１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３５ １２８. １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４７ ４１１. ９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１８ ９３０. ９ 元，城乡收入比为 ２. ５，显然农村居民

的收入能力远低于城镇居民。 从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分析（表 ４）， ２０２１ 年， 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为

７ ９５８. １元，远低于城镇居民（２８ ４８０. ８ 元）的水平，实际上，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大多属于非农的务工

性收入，说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并没有竞争优势。 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６ ５６６. ２ 元）在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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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辈出率指某一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总体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胡荣、张义祯，２００６）。



人均收入中占 ３５％ ①，这实际上是农民农业收入的主体，其占比不高是由于农业生产产出效率相对较

低，农产品价格相对低下。 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４６９. ４ 元）只占 ２％ ，远低于城镇居民的 ５ ０５２. ０ 元，说
明农村居民面临严重财产性收入困境。 转移净收入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占比为 ２１％ ，相对值与城镇

（１８％ ）、全国（１９％ ）占比接近，但在绝对值方面差距甚大，城镇居民转移净收入（８ ４９７. ３ 元）是农村居

民转移净收入（３ ９３７. ２ 元）的 ２. １６ 倍。 城乡转移净收入的不平等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

因，由于收入再分配本身的不平等性，转移性收入虽然缩小了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却扩大了农村内部和

城乡收入差距［１１］。
表 ４　 ２０２１ 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及其占比

地区
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工资性收入（元）

及占比（％ ）

经营净收入（元）

及占比（％ ）

财产净收入（元）

及占比（％ ）

转移净收入（元）

及占比（％ ）

全国 ３５ １２８. １ １９ ６２９. ４（５６％ ） ５ ８９２. ７（１７％ ） ３ ０７５. ５（９％ ） ６ ５３０. ５（１９％ ）

城镇 ４７ ４１１. ９ ２８ ４８０. ８（６０％ ） ５ ３８１. ９（１１％ ） ５ ０５２（１１％ ） ８ ４９７. ３（１８％ ）

农村 １８ ９３０. ９ ７ ９５８. １（４２％ ） ６ ５６６. ２（３５％ ） ４６９. ４（２％ ） ３ ９３７. ２（２１％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农村居民的致富能力相对较弱， 还与其健康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交往能力、 外部支持能力相对

低下有关。 ２０２０ 年全国共有卫生人员 １ ３４７. ５ 万人，其中城镇拥有卫生人员数 ７０３ 万人，农村拥有 ６４３
万人， 城镇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 ８. ８１， 农村仅为 ４. ９５。 ２０１９ 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为 ２ ２８２. ７ 元， 而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有 １ ４２０. ８ 元②。 城镇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１９ ３７０ 万人）更是农村（２ ３５２ 万人）的 ８. ２４ 倍，全国人口中 ３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９. １４
年，其中城镇为 ９. ９９ 年，而农村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７. ６３ 年③。 许多农村地区，地处偏远、山大沟

深、交通不便，特别是青少年儿童与外界的交往十分有限，进一步会影响农村居民持续的致富能力。 我

国城乡共同富裕差距巨大，更重要的是与我国长期形成的以农补工政策有关。 长期以来，我国二元经

济、社会结构造成了明显的城乡分割，阻碍了城乡之间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 在产业分工中，农业产业

的产出往往具有基础性，其附加值相对较低。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为了摆脱长期落后的贫困状况，以
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导向，实行以农补工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农村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农民收入长期相

对较低，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的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变。 因此，相对于城市地区，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

问题十分突出。

三、推进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以共同富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全体国民在不断提升物质财富、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基础上，收入分配均等化

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其本质是全体国民总体的“富裕程度”和全体人民共享富裕的“共同程度”的均衡

状态，具体表现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居民在自身收入不断增加基础上社会财富的极大积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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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２０２１ 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下文数据未作特别说明均来自于《２０２１ 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２０２１ 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根据《２０２１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粗略估计，借鉴第七次人口普查计算方法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

教育年限，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 ＝ ６ 年，初中 ＝ ９ 年，高中 ＝ １２ 年，大专及以上 ＝ １６ 年，按此系数计算得出 ３ 岁及

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不同人群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即分好不断做大的蛋糕。 共同富裕的实现，首先是不同群体收入能力的

不断增强和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进而促进我国社会总财富的极大积累。 其次是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的

不断缩小和社会公平程度的不断增加，进而促进我国社会的总体公平和社会和谐。 我国城乡共同富裕

的有效推进，要着力弥补农村居民致富能力的短板，同时运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政策对于城

乡居民收入的调节能力，才能在目前城乡共同富裕差距巨大的约束条件下，取得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实

质性进展。
（一）以乡村振兴战略催生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内生动力，全面提升农业产业能力、农村发展能

力和农民致富能力，促进农村人口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核心是产业，重点在农村。 因此，催生和调动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内生动力，
形成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的自主发展能力，全面提升农业产业能力、农
村发展能力和农民致富能力，是促进农村人口富裕程度不断提高的关键。 农业农村和农民自主发展能

力的激发，首先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愿景的引导，以形成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自主发展力。 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中国农民的永恒追求，而依靠全体农民的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劳动创造的美好

生活，既能为当代农民创造社会福利，也能为未来农民和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民生福祉，增强农村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是城乡经济要素的融合与优化配置，以形成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经济驱动力。
城乡经济要素的融合与优化配置，能够充分激活城乡经济要素，特别是激活农村闲置、低效的生产要素，
实现农村经济要素的增值，同时也能促进城乡经济要素的互促互补，实现我国整体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完

善；再次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惠农措施，以形成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政策支持力。 政策支持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特别是在我国举国体制的背景下，政策支持是引导要素流动、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
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能够通过农业产业的提质增效促进农民富裕，社会政策、文化政策和生态政策能够

通过促农、惠农、富农有效调节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提高农村居

民富裕程度的基础上提高共同富裕程度。
（二）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双轮驱动，赋能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助力农业产业能力、

农村发展能力和农民致富能力提升，促进农村人口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

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举措。 其目的是通过县域

城镇化、就近城镇化吸纳城乡经济资源，优化城乡发展格局。 城镇化战略是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的重要机制［１２ － １３］，破除城乡发展的制度性壁垒，逐步建立破除户籍障碍、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城乡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新型城镇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经济要素自由流动与人

口空间结构优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通过与城镇的互促互进共生共存，
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即在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富裕程度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程度。 基于我国农业产

业效能低下、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农民生活富裕程度不高的实际，从国家政策、城乡互动视角赋能农业、
农村和农民发展，助力农业产业能力、农村发展能力和农民致富能力提升，是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

化战略共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
首先，以机制赋能，促进城乡互动，盘活农村经济要素，助力农业产业效能和农村居民富裕程度的不

断提升。 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各类经济要素的有效激发，进而产出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 激发经济要素

就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要素资源，在市场机制中发挥不同经济要素的作用，在城乡互动和全国统一

大市场中通过市场机制赋能经济要素的作用发挥，形成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提升农村产业的就业吸纳

能力，拓宽农民收入增加的渠道，最终提升农民的致富能力。
其次，以体制赋能，通过组织化、合作化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助力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农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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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区域内农民共享富裕程度的不断提升，是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 组织化是人类进

步的标志，是提高生产效能的重要方式，而其中以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化则更能产生较为有效

的激励效应，进一步提高生产效能。 在我国农村集体产权条件下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组织以

其专业化的分工合作，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积累了经验；特色产业、土地流转、“一乡一业”、“一村

一品”为壮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提供了途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种由农村集体成员以合作的形

式共创、共享集体收益的制度安排，通过共同体成员的互动、合作增强群体归属感与凝聚力，阻断贫富差

距的代际传递。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不仅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创造条

件，同时也能不断提高集体经济内各个参与个体共享富裕的程度，进一步为农村集体经济范围内的共同

富裕创造条件。
再次，以技术赋能，通过先进的现代产业技术、农业实用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农业的产业升级

和农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助力农业产业能力和农村治理能力提升，促进农村地区共同富裕。 现代农业农

村实用技术如现代农业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先进种业技术和电子商务技术等，能够进一步拓展农业生

产资料和农村生产要素的时间效用和空间效用，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增值，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技

术也能降低农村社会治理的合作成本，促进农村治理效能的提升。
最后，以政策赋能，通过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为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创造政策促进力，提

升农民致富能力，进而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在现代经济社会活动中，政策是加速经济要素配置和调动社

会资源的重要力量，对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各类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具有显著的指导性、引导性和规范

性。 在我国农村相对落后的条件下，通过政策引导经济要素向农村流动，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是促进城乡

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三）运用政策手段调节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促进农村人口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

不断缩小，最终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因此，在催生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内生

动力、赋能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农村人口富裕程度的基础上，运用政策手段和政策机制

调节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
首先，运用政策手段增加农村居民的财政性转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调节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途

径。 在现代经济社会活动中，政策也是调节要素流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 通过税收政策

免除农业税、调节个人所得税，通过金融政策惠及农业产业进而惠及农民，通过财政政策直接增加农村

居民的社会保障收入，通过农村“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直接增加农民的财

产性收入，可以有效调节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其次，运用政策机制降低农村居民的生产支出和生活支出，是调节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补充。 进入

２１ 世纪，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受教育产业化、医疗费用和房价快速上涨的影响，
居民贫困形态从收入型贫困转向支出型贫困，快速增加的刚性支出挤占了居民基本生活支出，导致部分

家庭陷入生活困境［１４］。 政策机制是为实现政策目标，对政策过程中各个关键要素的有机组合，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关键要素的功能。 在乡村振兴和城乡共同富裕促进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改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村自然资源的附加值，从而降低农村居民的生产支出和

生活支出，为农民增收创造基础条件；公共文化服务可以扩大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提高农村居民的社

会交往能力；慈善和公益事业使农村居民在获得一定社会性转移收入的同时，也能获得社会心理、公序

良俗等精神文化支持；中国特色的对口帮扶机制可以使农村帮助对象在获得资金、技术的同时，更能获

得信息、知识和技能，降低其经济、社会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城乡物质生活与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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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通过城市化过程，调节城乡人口流动，在城乡互动中通过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是调节城乡居

民收入的发展趋势。 城市是现代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标志，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

的过程标志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入、城市规模的不断增加和人口城市特质的不断增强。 引导、鼓励有

条件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共享城市化的发展成果，同时引导、鼓励有需求的城市人口在农村创业

就业和有需求的城市老年人口在农村宜居环境中健康养老，是城乡共同发展、共享青山绿水和共同富裕

的重要途径。 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可以改变城乡人口的文化结构和年龄结构，从而促进人口资源的优

化配置。 因此，创造使进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留得住的就业条件和生活条件，创造吸引城市人口进入农

村创业和生活的工作条件和生态条件，是调节城乡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居民共享富裕的重要议题。
（四）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重点提升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能力和农民致富能力，

为西部地区与全国同步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继 ２０００ 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２０２０ 年 ５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开启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地区面临严重的发展不平衡与

不充分问题，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获得实质性进展，西部农村地区是最大的约束条件。
首先，通过乡村振兴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巩固、拓展西部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为实现与全国一

起走向共同富裕创造基础条件。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扶贫开发持续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取得历史

性重大成就》显示，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 ２０１２ 年末的 ５ ０８６ 万人减少到 ２０１８ 年末的 ９１６ 万人，累
计减少 ４ １７０ 万人，下降幅度为 ８２. ０％ ；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２０１２ 年末的 １７. ６％ 下降到 ２０１８ 年末的

３. ２％ ，累计下降 １４. ４ 个百分点。 虽然我国西部地区已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由于西部农村

地区共同富裕指数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任务艰巨，加之许多西部农村地区刚刚摆脱贫

困，存在大量贫困边缘群体，其发展的脆弱性依然十分明显，具有返贫的潜在风险。 因此，西部地区乡村

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是激发西部地区各经济主体、管理主体和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坚定不移

地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转换，以保障刚刚摆脱贫困的边缘群体不

返贫、不掉队，在致富路上努力前行。 为此，在加大贫困的边缘群体生活救助的同时，通过专项救助加强

其致富能力的支持，使其与全国人民一道，努力迈向共同富裕。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可通过西部地区的

县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就近城镇化来吸纳就业、辐射服务，使边缘群体远离贫困，促进西部地区的城

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与和谐发展。 ２０２１ 年西部城镇化率约为 ５７. ９％ ，低于 ６４. ７％ 的全国平均

水平，西部地区县级市 １０８ 个，占全国的 ２７. ８％ 。 说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还需要国家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全力支持，为贫困边缘群体彻底摆脱贫

困创造产业发展条件、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发展支持。 因为西部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是我国共同富裕

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最大制约，只有西部农村地区的实质性发展，才会有全国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
其次，充分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变资产、能源变产业、潜能变财富，提升西部农村地区

的富裕程度。 西部地区是我国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富集区域，我国 ６０％以上的矿产资源储量分布在

西部地区，其中 ４５ 种主要矿产资源工业储量的潜在价值接近全国的一半。 西部能源资源的探明储量占

全国的 ５７％ ，水、煤、油、气四者兼备。 西部地区水能资源丰富，其蕴藏量占全国总量的 ８５％以上，可开

发量占全国的 ８１％以上。 西部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厚重，加之民族的多样性（西部少数民族数达 ５０ 个左

右，人口 ８ ７２５. ７２ 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７０. １％ ），使其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此

外，西部地区还拥有各种各样的生物资源、药用植物资源、工业植物资源，其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因此，
西部地区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基本任务，是依托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变资产、能源变产业、潜
能变财富，不断提升西部农村地区的富裕程度。 资源变资产的关键在于对能够开发利用的资源，通过

“农业合作社 ＋农户 ＋电商”“企业运营 ＋贫困户务工 ＋ 村集体”“政府 ＋ 银行 ＋ 合作社 ＋ 龙头企业”等

·３２·席恒等：我国城乡共同富裕的内涵、测度及其政策意义



多种形式的开发利用，形成以农民为主体、企业带动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 实现产业

跨界融合、要素跨界流动、资源集约配置。 把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的二三产业尽量留在农村，把农业

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当地农民，实现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的增收与发展。 而对于需要保

护的资源（如青海的三江源保护、陕西的汉江水资源保护），则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增加西部农村居民的

转移性收入。 能源变产业的关键在于国家西部能源发展战略下形成的能源产业，应充分吸纳西部农村

人口就业，通过定向、定岗培训教育，使西部农村人口中符合条件者进入能源产业工人大军。 潜能变财

富的关键在于，对于那些分散的、整体开发成本较高或易引发环境问题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可依托

当地传统工艺，通过乡村特色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或特色产品开发（如苗医、藏医、维医、蒙医产

品等中华传统医学产品和其他土、特色产品），实现西部区域农村居民的财富积累。
再次，运用政策调节机制，引导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向西部农村地区流动，不断提高西部农村地区

共享富裕的程度。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重要生态屏障，地处我国两条“母亲河”的中上游，是我国重要的

水资源聚集区，其中青藏高原更有“亚洲水塔”的美誉，川西高原藏区是衔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和黄

河—长江重点生态区的关键空间，为我国中东部地区提供了重要的生态安全保障。 西部地区也是我国

国土安全的重要区域，与十多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 １２ ７４７ 千米，坚守着我国国土安全的重要责

任。 西部地区的稳定、富裕对于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推进西部地区城乡共同富裕，除
了依靠西部地区自身内生动力和资源优势外，还需要国家运用政策机制，引导全国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

源向西部农村地区流动，不断提高西部农村居民共享富裕的程度。 引导财政资本和社会资本发展西部

地区的基础设施，为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是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西部地区

交通网、能源网、水电网、邮政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对于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西部

农村地区经济要素的流动和农村人口的致富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鼓励引

导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发展西部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激活西部农村经济要素，运用市场机制为西部农

村地区发展创造发展机会，是西部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西部农村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潜在的经济资源，但缺乏进一步开发的资金和项目，外部资金和项目的注入能够进一步激活西部农村

地区的经济要素，提升西部农村地区的致富能力，缩小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推进西部农村地区

的共同富裕。 鼓励引导财政资本、企业资本和社会资本发展西部地区的民生服务业、医疗卫生事业、教
育事业等，提升西部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西部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持。 中国特色的“对
口帮扶”机制更应进一步瞄准西部农村地区，中国特色的慈善公益事业更应向西部农村地区倾斜，在
“东数西算”战略中形成的西部算力产业更应吸纳西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以形成全社会支持西部农村地

区发展的合力，共同支持西部农村地区迈向共同富裕。
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扎实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 立足共享发展理念，通过乡村振兴

战略、城市化战略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催生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内生动力，赋能农业农村和农

民发展能力，调节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和农村人口共享富裕程度的不

断提高，是有效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 西部农村地区巩固现有的脱贫攻坚成果，发挥西部地区

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变资产、能源变产业、潜能变财富，运用政策调节机制，引导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向

西部农村地区流动，是促进西部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主要任务。

·４２·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附表 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我国行业共同富裕指数

行业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富裕

指数

共同

指数

共同

富裕

指数

富裕

指数

共同

指数

共同

富裕

指数

富裕

指数

共同

指数

共同

富裕

指数

农林牧渔业 ０. ２４７ ０. ９３１ ０. ３１５ ０. ２４４ ０. ９４７ ０. ２９７ ０. ２７３ ０. ９４４ ０. ３３０

采矿业 ０. ５５１ ０. ９０９ ０. ６４３ ０. ５６４ ０. ９０５ ０. ６６０ ０. ５４５ ０. ９１０ ０. ６３４

制造业 ０. ４８８ ０. ９０６ ０. ５８３ ０. ４８４ ０. ９０４ ０. ５８０ ０. ４６６ ０. ９０４ ０. ５６２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０. ６７８ ０. ９４０ ０. ７３８ ０. ６６８ ０. ９３４ ０. ７３３ ０. ６５７ ０. ９２７ ０. ７３０

建筑业 ０. ４１０ ０. ９７１ ０. ４３８ ０. ４０６ ０. ９６０ ０. ４４６ ０. ３９４ ０. ９５５ ０. ４３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０. ５９９ ０. ８４６ ０. ７５３ ０. ６０１ ０. ８４４ ０. ７５７ ０. ５６７ ０. ８５０ ０. ７１７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１. ０００ ０. ８９９ ０. ８９９ １. ０００ ０. ９００ ０. ９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８８８ ０. ８８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０. ５４５ ０. ８５０ ０. ６９５ ０. ５５２ ０. ８５０ ０. ７０２ ０. ５４４ ０. ８４３ ０. ７０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０. ３２７ ０. ９４６ ０. ３８１ ０. ３１２ ０. ９４７ ０. ３６５ ０. ２７５ ０. ９５２ ０. ３２３

金融业 ０. ８７９ ０. ７７４ ０. ８９５ ０. ８１４ ０. ７５１ ０. ９３６ ０． ７５１ ０. ７１２ ０. ９６０

房地产业 ０. ５１０ ０. ８４４ ０. ６６６ ０. ４９７ ０. ８３４ ０. ６６３ ０. ４７２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０. ５７７ １. ０００ ０. ５７７ ０. ５４７ １. ０００ ０. ５４７ ０. ５２３ １. ０００ ０. ５２３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０. ８３５ ０. ９５８ ０. ８７７ ０. ８２７ ０. ９５２ ０. ８７５ ０. ７８８ ０. ９６０ ０. ８２８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 ３８４ ０. ９１６ ０. ４６８ ０. ３７９ ０. ９０４ ０. ４７５ ０. ３６０ ０. ８９２ ０. ４６８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０. ３７５ ０. ９９８ ０. ３７６ ０. ３７３ ０. ９８５ ０. ３８９ ０. ３４２ ０. ９８３ ０. ３５９

教育 ０. ６２６ ０. ９３９ ０. ６８６ ０. ６０５ ０. ９３０ ０. ６７６ ０. ６００ － －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０. ６６４ ０. ９７０ ０. ６９５ ０. ６７５ ０. ９２８ ０. ７４７ ０. ６５０ ０． ８４９ ０. ８０１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 ６６８ ０. ８９５ ０. ７７２ ０. ６６８ ０. ８７７ ０. ７９０ ０. ６３１ ０. ８８５ ０. ７４６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０. ５９５ ０. ９９５ ０. ６０１ ０. ５８５ ０. ９９３ ０. ５９２ ０. ５８９ ０. ９９３ ０. ５９５

　 　 注：（１）资料来源于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２）２０２０ 年由于房地产业与教育行业未统计细分行业收入情

况，因此未计算其共同富裕指数；（３）表格按照我国 １９ 个行业大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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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ｎａｒｒｏｗ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ｇ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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